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
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张海涛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
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90 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
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 20 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

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
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
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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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论丛】

20世纪 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思想文化
界开始呈现出一种活跃、多元的积极态势。20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断了近 50年的五四启蒙传统于此时得以
接续。发生在中国第一次社会文化转型期间的西方现
代性实践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酝酿着一场类似于五四启蒙运动的新的思想解放运
动。一般情况下，人们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中
国的“新启蒙运动”。伴随着这场“新启蒙运动”，中国
文学界也引发了一场以“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为主
流的实践与理论变革，并逐渐开始培养起中国文学的
现代性品格。然而，80年代末期，由于国内外社会环境
的改变，这场“新启蒙运动”中断了。于此之后，中国文
学界也发生了诸多新变。既有对这场“新启蒙运动”成
果的吸收、顺延，又有许多新的时代品质。所以今天对
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所导致的文学后果的梳理
当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
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的理解、评判与追本溯源。
对这一文学后果的考察也将为我们反思这场新启蒙
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
提供重要的端口。

一、新启蒙运动及其文学后果

20世纪 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可以

说是知识分子面对“文革”，面对孕育了“文革”时代的
历史的一次集体发言。这场运动以“文革”为参照系，
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色彩。革命话语督
导下的各种泯灭人性、漠视主体的意识形态宣扬与实
践于此时不仅得到了彻底的清算，而且还与此相对立
建构起了一套以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想为基础的思想
理论框架。
首先是哲学领域的思想变革与思想建构。80年代
初伴随着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的重
新出版而引发的“手稿热”，人们发现了一个不肯定主
体性、企盼人性复归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李泽厚适
逢其时地提出了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
体论”的哲学框架，并最终使“实践哲学”取代了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
它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1]。受实践哲学的影响，人
道主义思潮也于此时兴盛起来。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
的宣扬与实践对人性的戕害，也由于以人性的回归来
界定共产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找到了依据，
人道主义得到了诸多理论家的一致赞同。
其次，美学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在物
质本体论基础上的反映论美学于此时得到了彻底地
摈弃。李泽厚以实践哲学为背景又于此时建构起自己
的“实践美学”框架，并通过“积淀说”试图沟通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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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与审美的本质。虽然李泽厚尚未认识到实践本质
与审美本质的巨大差异与不可调和性，但实践美学毕
竟突破了正统反映论美学一说独尊的局面，并进而取
而代之成为 80年代的主流美学流派。
在哲学、美学领域思想理论急剧变革的背景下，
文学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从
理论上来看，8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可以说，存在
着一种明显的自律化诉求。刘再复于 1986年发表《论
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认为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都应该“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2]

这就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属物这一角色中解救出来，回
避了革命话语中大肆宣扬的文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阿尔都塞）功能，确立起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
与审美本质。这样，文学理论界就为 80年代及其以后
的中国文学摆脱政治的钳制与刚性意识形态功能奠
定了理论基础。另外，这一时期一度高亢的“重写文学
史”的呼声也得到了文学界与文学理论界的广泛响
应。其实，“历史”自始至终就是“整个 80年代存在着
的诸多显性或隐性的主题”[3]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
从革命的梦呓中走出来的人们开始重新打量那些曾
经“被特殊的政治禁忌所遮蔽的历史事实”[3]。要么钩
沉历史、补白既往，要么“颠倒原有的经典序列，重新
思考和重新命名经典”[3]。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重写
文学史”运动就是通过对文学经典与文学大师的重新
命名与排序来凸显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与文学的审
美价值的。如凸显沈从文、张爱玲甚至“新感觉派”，更
极端的如以金庸取代茅盾等，都是以一种打乱原有历
史顺序，消弭原有历史遮蔽的方法来消解原来弥散于
文学领域的权力话语与他律诉求，并进而彰显文学的
审美属性、超越属性。实际上，早在 80年代初，文学理
论界对“朦胧诗”新的美学风尚、美学原则的发现与肯
定（“三个崛起”）就已经表现出对文学领域意识形态
话语的明显的反感与反抗。其目的也是着意于对文学
（尤其是诗歌）独立价值的张扬与对文学自身规律的维
护。可以说，从 80年代初直至 80年代末在新启蒙运
动的感召下，中国文学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上逐渐淡出
了意识形态的中心区域。终于“一个对自律艺术体制
的召唤也就隐然成型了。”[4]

就 80年代的文学实践来看，80年代前期的文学
实践可以说直接与 80年代初所展开的新启蒙运动相
呼应；既有对历史进行反思，对革命话语及其所蕴含
的宏大叙事进行清理的尝试，如从 70年代末一直延
续到 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又有以
《啊，人》和《人啊，人》等小说为代表的对人性、人情和
人道主义的热情呼喊与强烈关注。而且这种对“人”的
重新发现与对“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也标志着文学
自身的蜕变与“文学对现实功利目的的深刻化”[5]，从
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所以，文
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文学之外的诸多命题与各种
事态的关系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普遍关注的话题。

可以说，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学仍然徘徊于文学的现
实功利价值与文学的独立价值孰轻孰重的歧路上。当
然，此时文学的他律诉求已不再热衷于革命话语中它
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重大职责与中心意识，而是
逐渐以其审美特性来对现实说话、对社会说话、对历
史说话。但从 80年代前期总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
文学确已逐步从文学与外在关系的辨析中确立自身
的方式上转移到了文学自身的切实建设上来。
这一转变在 80 年代后期的文学实践中更为明
显。80年代后期的文学实践在表现时代的同时，将如
何进一步展现文学自己的独特性提上了议程。这一时
期的文学作品，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以及
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韩少功的《爸爸爸》、充满现
代意味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甚至王朔的《顽主》，
都以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审美探求和作家对文学的独
特理解，营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自律化的文学格局。
这一时期“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两大命题面
前，更多的关心后者。‘形势’的意义、价值和作用在作
家们的创作观念中日渐强化起来”[5]。原来对生活的再
现如今也成了对生活的表现，原来对政治、意识形态
介入的遵从如今则成了对政治他律诉求的普遍反感
与排拒。另外，8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一个影响巨大的
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寻根文学则不仅是一个含义
复杂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带有强烈本土化追求的文
学现象。一方面，80年代前期，对西方文化思潮、文学
思潮的大量引入，如热闹一时的关于“现代派”的讨论
与争鸣、有名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
等，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
性的观念与中国国情的不相适应。同时，另一方面，随
着新启蒙运动的深入，人们的意识中又普遍放弃了曾
经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主流话语的革命话语。这样，
在 8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们既对 80年代前期几乎一
致认同的西方话语产生了怀疑、困惑，又在革命话语
失势后一时难以找寻到具有文化归属感的新的话语
系统。也就是说，此时的人们陷入了一个由认同危机
与归属危机所造就的文化“失语”状态。加之，70年代
以日本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
区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全面崛起，
人们的目光开始投向东亚文化，并开始关注东亚经济
腾飞中“儒学”的作用，形成了一股至今仍然颇有声势
的“新儒学”文化思潮。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80
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一度踏上了艰难的“寻根”历程。
某种意义上，寻根文学的出现，可以看作 80年代后
期，人们为摆脱文化认同的危机与文化的失语状态所
进行的一场乞灵于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地域文化的
寻求文化归属的努力。单就“寻根文学”本身来看，无
论是阿城、李杭育、韩少功还是郑义、贾平凹、张承志
都有自觉的文学审美意识。即是说，此时的寻根派作
家即使追求文学的某种外在的、文化的目的，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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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实现也是建立在维护文学的审美自律性基础上
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文学的非功利性来寻求文学的
功利性的一种积极的尝试。诚如阿多尔诺所认为的，艺
术的越发自律，恰能越好的实现其他律功能。（“确切地
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
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
才出现。”[6]）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80年代后
期的文学、文化寻根“反映了在时代价值转型和走向
未来的过程中文学干预现实的努力”[5]，是“文学对整
个社会时代正在巨大选择之中重构意欲的一种积极
性呼应。”[5]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
自始至终割舍不断的启蒙情结。

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 8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与
理论的塑造作用可谓极其重要。这股启蒙思潮，不仅
使文学理论界将观照文学的眼光从文学与外在世界
的关系转向文学自身，而且也使 80年代的中国文学
转向了对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追求和对文学现实功
利功能的重新认识。总之，80年代中国文学无论从理
论还是实践上都还有一种浓厚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意
识。这一时期的文化英雄还是一些学者和纯文学作
家。文学在这一时期的自律化诉求固然使文学的独立
价值得到彰显，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但这种自律化
的诉求也确在客观上使文学退出了意识形态的中心区
域，更使纯文学在面对市场时显得疲弱无力。毋庸讳
言，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在客观上促成了纯文学
在 90年代以后的边缘化命运。90年代，尤其 1992年
以后，进入所谓的“后新时期”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
中断，中国文学显示了更加复杂多变的格局。这虽然造
成了梳理这一时段文学理论与实践及其与外在文化思
潮关系的困难，但考察这一时段的文学与新启蒙运动
的关系，对我们更好的认识启蒙、认识新的时代氛围里
的中国文学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及其文学
后果

8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为其
思想呼应的新启蒙运动也中断了。80年代在启蒙思想
督导下所形成的单一思想文化空间在此时也倏然崩
溃。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短暂的
“意识形态真空”时期。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80年
代的启蒙话语逐渐退潮，到了 90年代，“话语的转换
已不可避免”[7]。“80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
阐释能力丧失瓦解”[7]。一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似乎
再难布列成阵，而成了诸多思想声音混战炫武的角斗
场。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民间性、多元化和非
形而上学化”[7]已不可避免。
首先，随着新启蒙运动的中断，80年代与启蒙叙
事相表里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话语的无条件臣属和

对现代性的狂热迷恋遭到了冷落与摈弃。人们纷纷将
曾经一度伸向国外的触角缩回，潜入传统。既想在失
缺西方话语的处境下寻找新的言说语言，又想迎合此
时弘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社会倡导。于是，一股
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弥散开来。这一思潮尤以 90年
代初的“国学热”为代表。
其次，随着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20世纪 60年
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勃兴于欧美大陆。90年代的
中国思想界在经历了 80年代中国启蒙话语与现代性
话语的落潮后，对彼时知识界狂热迷恋的现代性命题
已持观望态度。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话语的一个反
动于此时恰好迎合了中国知识界的特殊处境。90年代
的中国理论界一度兴起了一股“后学”热。后现代主义
虽然概念模糊、涵义含混，但仍以其理论的尖锐深厚，
以及思想的多元性与批判性填补了 80年代末 90年代
初中国思想文化空间的缺失，并成为批判 80年代的启
蒙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有力武器。而且后现代主义的多
元主张、“小话语”主张也确实适应了 90年代中国社会
开始消费化、小众化的趋势，成为新启蒙运动中断后直
至新世纪以来一股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思潮。
再次，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迅速转
入市场经济轨道。市场由此开始取代权力而显示出比
权力更加巨大的化同力量。人们被裹挟在市场的巨大
浪潮中一度失缺了清醒的理性思辨与温厚的人文精
神。中国的“后新时期”到来。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士
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大众生活的世俗化与
肉身化，并极力抵制商业与市场对大众心灵的吞噬。
张扬理性精神，高扬人文旗帜，希图以此拯救人们日
益沉沦的精神世界。但受到 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断
的影响，这批所谓的新理性主义者们（以张承志、张炜
为代表）已丧失了启蒙光晕笼罩下的反思力度与批判
精神，而只“龟缩于个体精神的小天地，寻找终极关
怀，实际回到了独善其身的传统。”[1]

从 90年代以来总体的思想文化状况来看，80年
代思想与学术相一致的单一文化空间被打破。学术一
定程度上与思想分离，不再迷恋于思想的虚空建构而
走上了一条知识化甚至考据化的道路。可以说，90年
代以后学术的细致而微已取代思想的粗枝大叶成为
后新时期中国学界的新宠。另外，80年代人文精神与
世俗情怀的一致状况在 90年代以后也遭到了瓦解。
市场的引入使世俗越发醒目而人文越发萎缩。大家在
世俗的享乐与狂欢中视人文精神的呼喊为杞人忧天。
人文精神那双忧患的眼睛在 90年代以后变得不可理
喻。躲避崇高甚至漠视、蔑视崇高成为后新时期社会
思潮的新风尚。
在新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文
学从理论到实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理论上看，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的商品性与娱乐性功能
受到空前的重视。文学是否应该进入市场？文学如何
进入市场？文学进入市场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学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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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伴随着文学商业、娱乐功能的高涨而进入理
论家的思考视野。同时，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传
播等原来被忽视、冷落的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向文学
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移。不仅拓展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
的理论视野，更进一步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
向。另外，随着后新时期以来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的
消解，文学写作越发变得个人化、多元化、私密化。既
有对宏大命题的恪守，又有对私人生活乃至私欲、肉感
体验的描摹，还有单纯的叙事变奏、文字游戏。文学理
论界面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也展开了相应的理论思
考。如对先锋实验小说的评介，对“下半身写作”、女性
写作、少年写手、美女作家等现象的讨论、批判。同时，
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理论界很大程度的
接纳，并以此为导引开始了对消费社会文学状况的批
判。总之，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整一的理论空
间被打破，80年代一种文学主张、一篇文艺论文就激
起全国震动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这已是一个文艺理
论的多元时期。可以说，90年代以后的文艺理论状况
像 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一样———散众化了。
就文学实践来看，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已使

与启蒙话语相一致的人文书写变得冷落，文学的现实
干预功能也于此时被搁置。新世纪以来，文学虽有向
中心位移，希图以极端的方式吸引民众眼球并以此实
现自救的努力，如“2001年 1月广州诗人在广州街头
散发诗歌传单，扬言要用诗歌污染环境的举动；以及
2003年 3月声势浩大的诗歌反战行动（反伊拉克战
争）”[8]，但后新时期以后大众文学、世俗情怀的凸显，
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地位的置换与畛域的交叠以及
纯文学的边缘化命运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的刺
激下，后新时期以后，中国的民间生活状况发生了重
大转变。与此相伴随，民众的精神世界也产生了深刻
的变化。文学于此时写庸俗、写平凡、写私密成为一种
时尚。这其间，既有文学向小人物内心世界的探讨，又
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书写的新变。从林白、陈染
到卫慧，从《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到《上海宝
贝》，女性以大胆的笔触和细腻的感觉开始构建起自
己的文学身份与都市私密书写空间。女性写作成为新
启蒙运动中断后一个极富文化与现实内涵的文学事

件。与此同时，纯文学的边缘化日益加剧。实验小说、
戏剧，先锋小说、艺术以一种颇具异质性的面目使诸
多理论家相顾愕然。不仅一般受众读来一头雾水，就
是专业的评论家也时感云山雾罩。但中国文学却确乎
在一片实验风潮中，在叙事技巧、文本建构、风格变异
等文学的本体性追求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最
初的马原、莫言、残雪，还是稍晚于他们的格非、余华、
孙甘露、北村都在营造自身独特风格的同时努力凸显
能指的巨大魅力。可以说，后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实
现了中国文学从所指向能指的转换。总之，90年代以
后的文学实践形成了一种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格
局。80年代甚至之前中国文学的“共名”格局，如今完
全成了一种“无名”的状态。私人话语凸显，启蒙话语
仍在，官方倡导不减，但这些声音并不力图以己抑彼，
而是容忍共存，安然自处，终于“多种声音的交响共同
构成了一个时代多元丰富的文化精神整体。”[9]

三、结语

纵观新启蒙运动直至新启蒙运动中断后的中国
文化、文学状况，可以说，话语的转换已是势所必然。
现实中，这种转换也已是既成事实。这一转换的原因
既来自于权力的主动介入，又来自于市场与经济变革
的客观冲击。权力的介入斩断了旧话语的延续而市场
的冲击则促成了新话语的建构。80年代以启蒙话语为
督导，知识分子大都怀有抚慰创伤的温情，救世的热
情和重塑未来的激情。思想文化界固自有一份激浊扬
清的劲力，就连文学也显示出一种雄健之风。90年代
以后，思想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文学的多元一改中国
思想文化往昔的统一格局，中国在思想文化乃至文学
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了“战国时代”。文学从整一到多
元，从忧患寻根到狂欢、漂浮，不仅没有因为新启蒙运
动的中断变得脆弱、零落，反倒显示出了更加巨大的
活力，更加多变的面貌。所以，我们似乎很难说新启蒙
运动的中断之于中国文学的是福还是祸，也很难确定
评判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及其所造就的文学后果是用
褒扬还是贬抑的口吻。也许，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
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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